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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强国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角色
属性、功能定位及对策研究

丁　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要〕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中国需要做到在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的基础上，依照单向

带动、双向互动、多向联动的合作路径，通过“聚点成线、以点带面”的方式，达到提升“一带一路”成本−收益的

效果，实现增强“一带一路”资源利用率和集中度的目标。中等强国与作为大国的中国不构成对位竞争，对“一带一

路”总体上比大国群体更为积极。同时，中等强国是除大国外综合实力排序最靠前的群体，在全球和区域层次具有

不可忽视的导向性、关联性作用。特别是在介于全球和区域之间的区域间互动上，中等强国比一般中小国家更有实

力、比大国更有意愿发挥作用的角色属性，这决定了其与“一带一路”现阶段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功能定位高度契合。

文章从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两个维度考量，认为中等强国能够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扮演起支点角色，并提议

从强化针对性、储备性和前瞻性研究以及运筹大国外交等方面发挥中等强国的支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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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由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发起，以提

高共建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和永续发展能力为目标，

以实现中国与共建国家及其他相关国家互补共进、

协调发展、多方共赢为归宿的国际合作倡议[1]。十

多年来，“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

变为现实，有力地推动了共建国家的交流合作与开

放融通，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国际经贸

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随

着参与共建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一带一路”也隐

含显现效能下降、过于分散等问题，已不再适宜运

用全面铺展推开的合作方式。因此，要实现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自然需要从全局着眼、从

局部入手，通过发挥支点国家的独特价值和作用，

增强“一带一路”建设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达到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水平跃升的目标。而从精

力、资源投入产出的比率来说，以中等强国作为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战略支点，积极争取在前沿科

技创新、资源要素集聚、社会民意培育、产业结构

升级等领域率先完成突破，是在既有条件下实现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有效举措和合理路径。

 一、中等强国的身份认定及在国际和
区域事务中的角色属性

中等强国（Middle Power）是一个用于国际关

系领域的术语，从中等国家概念的基础上延伸而来，

用来描述那些虽不是超级大国或大国，但实力却显

著超出普通中小国家，具备较强地区影响力和较高

国际认可度的国家群体。需要强调的是，中等强国

不像大国那样有能力支配其他国家，也不像小国那

样任凭他国摆布，但围绕自身核心利益能够影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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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体系和制度安排，不会将核心利益同霸主国或者

大国进行高度依附和完全绑定。换句话说，这类国

家通常拥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外交及军事实力，在

全球舞台上往往扮演着稳定力量及大国间调解者的

角色，能够在重点地区和个别全球领域主动进行有

限介入，倾向于支持多边主义并推动国际秩序的发

展[2]。参照以上标准，目前全球范围内有南欧的意

大利、西班牙，东欧的波兰，东亚的韩国，东南亚

的印度尼西亚，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中亚的哈萨

克斯坦，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东地区的埃及、土耳

其、伊朗、沙特阿拉伯，南部非洲的南非，西非的

尼日利亚，北美的加拿大，以及拉美地区的墨西哥

和阿根廷等，约十多个国家属于中等强国的范畴。

依照中等强国身份的认定标准和选取条件，中等强

国在国际和区域事务中的角色属性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中等强国不会同大国构成对位性竞争，从

而不会直接诱发结构性冲突和矛盾。相同实力地位

的国际行为体之间容易形成对位竞争关系，大国身

份的对位性结构特点决定大国合作更看重对等收益，

即大国合作的重点更突出利益置换中的等价性和对

称性，决定了大国之间无论如何建立合作关系，最

终仍然会面临协调收益分配的不兼容难题[3]。所谓

协调收益分配是国家间合作与竞争的一个根本问题，

其核心事项便是怎样对待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问

题。其中，绝对收益是比较单纯的收益问题，指两

个行为体在交往过程中任何一方所获得的利益；相

对收益既是收益问题、更是分配问题，指在交往过

程中双方获得的利益之比。绝对收益论认为两个国

家在合作交往之中，只要自己获得利益，就可以继

续合作下去；而相对收益论则认为，国家在合作交

往之中，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是否获益，而是自己

相对于对方获得了多少利益，如果自己获益少、对

方获益多则会中断合作。[4]

事实上，西方国家一些战略界人士从大国兴衰

和权力政治的传统套路出发，认为在等级结构秩序

中大国由于处于全球权力梯度的同等段位，极易形

成对位竞争的互斥性格局，从而表现出最小限度的

合作欲望[5]5-7。在他们看来，促成国际合作的重要动

力是基于合作本体存在的共同利益，大国之间只要

不对抗、不冲突，进行协调合作基本就能做到共同

获益[6]。但从现实主义理论来看，争夺国际体系领

导权是大国的普遍偏好，这种特性决定大国合作的

本征动机不单是要追求实现共赢的目标，最终的相

对合作收益和实际分配结果才是影响合作进程的关

键要素。而一旦合作的相对收益成为影响国家决策

的主导性因素，持久稳定的“双赢”就变得更加困难，

合作的阻力也将大幅上升，合作性质就开始由增量

博弈转向存量博弈。正如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所言，

中美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秩序下能够共同获得绝对

收益，这一方面促使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之后的

各个大国的实力差距日益拉开。但是，另一方面，

大多数时候中国在合作中的相对收益大于美国，经

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叠加，这种相对收益完成由“量

变”转化为“质变”的进阶，美国就成为合作过程中

的赢家和结果上的“输家”，中国则是合作过程中与

结果上的“双重赢家”，从而导致美国的相对优势明

显缩小和领导地位大幅下降。[7]

国际政治的自然规律就是大国之间由于形成对

位结构，决定竞争性动因必然超过合作性需求，如

果无法实现利益均分和对等收益就很难维持长期的

合作关系。尤其是，当一个主导性大国与仅次于它

的大国实力日益接近时，博弈的对抗性和协调收益

分配的不可兼容性特征就会更加凸显，从而导致双

方之间的合作意愿下降、合作需求退居次要地位。

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大国追求自身权

力最大化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相互间冲突，大国之间

的竞争构成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因此，国际机制

尽管能够约束、限制和降低大国竞争与对抗的烈度，

促使当前大国关系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世界

迈向大国全面竞争与对抗时代的几率似乎也不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结盟政治和阵营对抗的消失，更不

会自动破除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由竞争走向对

抗甚至冲突的“历史宿命”[8]。中等强国与大国居处

不同的权力等次和博弈界面，相互之间原则上不构

成对冲性博弈和系统性竞争关系，在两者互动中不

会自动导入大国间的等位竞争和存量博弈因素。

二是中等强国在区域间层次已经可以分担大国

责任，发挥起超越区域大国、有别于世界大国的作

用。区域主要是指地理位置毗邻、人文传统相近和

历史上交往密切的国家所构成的自然地区，也可以

指由某一地理界线划定的“人造”地区。尽管新区域

主义理论的发展赋予区域具有行为体多元、边界开

放的特点，但本质上并未改变区域是一个有限、封

闭物理空间的基础定位[9]。换句话说，无论是自然

的地理单元、还是人为的物理空间，区域作为介于

全球和国家之间的一个结构层次，区域边界相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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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仍然是有限的封闭空间，区域边界伸展的终端极

限才会变成全球[10]21-23。这就意味着，即使新区域主

义推动区域大国发挥的功能不再被其所在的特定区

域束缚，还显现出外溢到区域间和全球层面的情况，

但这依旧改变不了区域大国只能涉足区域治理，仅

够对其距离相对较近的周邻区域产生重要影响，而

不能在固定区域以外的全球性或者其他广泛领域发

挥作用的现实。[11]

当前，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国家

之间联系的速度和频率，使之前因地理阻隔因素形

成的各个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更为方便、快捷和频

繁，再加上全球化加速的推动作用，不仅强化了原

有区域合作的空间外溢和地理延伸，也打破了传统

区域合作主要限定于相邻国家、相对封闭空间的固

有模式 [12]。与过去封闭的地区不同，全球化不仅使

世界成为由多个孔径区域构成的集合体，还使深嵌

于世界中各个区域的联结功能获得进一步强化，从

而促进了区域间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拓展，推

动区域间层次互动呈现急剧增加之势。应当说，作

为特定国际区域之间制度化的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

一种新现象，区域间合作已在区域、跨区域和全球

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和区域

两个层次之间的互动与联通。[13]

大国和中等强国虽然实现了对众多区域间、次

区域力量的整合，均能够超越地理限制进行战略力

量的广域投射。但相比之下，大国在全球舞台上始

终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使得大国更看重和追求在

全球层次上的实质地位和角色作用。虽然中等强国

没有影响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发展趋势的实力，但

其协助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相比大国差距不是

特别悬殊，也决定了其在视野、境界和能力上会超

出区域大国的限定。这使得中等强国倾向锁定介于

区域大国和全球大国之间的结构层次，而区域间合

作的应运而生和契合也满足了中等强国的战略取

向 [14]。在地区间互动的进程中，中等强国通过将全

球性战略目标分解为更具体的小任务，融合到各种

地区性制度安排或地区间合作的议程中，不仅推动

该国所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扩展，而且还能

够在更宽广的地区界域施加号召力和影响力[15]。另

外，中等强国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地区间事务的处理，

将各类资源专注于特定领域或局部地区，有利于从

域外用力以拆解、破除原区域合作中的显性约束和

隐性壁垒，不但实现对传统意义上区域大国地位的

超越，推动多个区域的互相交融、有机联动，还以

中等强国角色破解地区主义的“双刃剑”效应，从外

部间接巩固、建构和强化区域大国的作用和身份

属性 [16]。

 二、中等强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
支点作用的功能定位

根据上文可知，中等强国相比一般中小国家行

动能力更强，在区域间层次已经可以分担大国责任，

又不会在全球层面同大国构成对位性竞争，具有客

观等同标准下成本−收益的费效比更低的特点，这

种功能属性决定其可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起

到支点的作用。原因有二：

首先，中国与中等强国不构成对位竞争关系，

决定中等强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更高

和参与意愿更强。客观来说，中国在“一超多强”格

局中的地位提高，对其他国际力量冲击最大、令其

他国家感受最深的就是大国群体，以致诱发部分大

国从对位竞争的角度思考，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

稀释或者削弱其既有权力的工具。尽管中国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是要聚焦经济发展，既不搞零和博弈

和政治输出，也从未想过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更没有计划和打算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可即便这

样，“一带一路”建设仍然引起了多数大国的猜疑，

甚至被部分西方大国解读为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

正如，美国、日本对于中国崛起以及影响力的扩大

始终抱有高度警惕心理，美国想方设法对中国进行

围堵与牵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明

确反对的态度[17]。美国和印度牵头、联合欧盟推出

“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项目，明显意在对

冲和抗衡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合作；欧盟还力推

名为“全球门户”的基建计划，显然也存在对抗“一

带一路”倡议的色彩。

虽然金砖组织内各个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立场不尽相同，但个别成员国只要站在解决全球所

面临问题的高度去审视“一带一路”，即使不放弃先

前偏激的政策立场，也应该修正原有的错误观点。

某些金砖国家成员如果从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即使无法成为施

行“一带一路”增量改革的实践者，也不要变身为固

化秩序存量的守成者。然而，印度却一直试图在南

亚区域扮演主导性角色，对“一带一路”抱持强烈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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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和抵制的立场。即便俄罗斯也曾经一度质疑过“一

带一路”的意图和动机，其国内围绕是否加入“一带

一路”的各方观点持续激烈交锋，或多或少也是因

为乌克兰危机遭受西方制裁才选择参与“一带一路”

合作。

相比之下，中等强国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

极响应者和热情参与者，大多数表达了希望同“一

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的想法。土耳其是最早响应

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土耳其本就是

“丝绸之路”的传统缔造者和沿线国家，也应当是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埃尔多安就曾多

次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发

展①。波兰政府认为“琥珀之路”与“一带一路”有机

对接的合作空间较大，并积极推动将共建“一带一

路”作为两国全方位合作的主线。事实上，正是借助

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利契机，促成中国水利部与波

兰环境部签署水资源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多份

合作文件。印度尼西亚则认为“一带一路”给本国打

造“海洋强国”战略提供了机会，致力于实现中国建

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同印尼“全球海事中

心”设想的对接和融合。又如，英国、法国、德国

等欧洲传统大国没有商签任何同“一带一路”相关的

项目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反倒是波兰、西班牙以

及意大利等居处欧洲的中等强国抱持积极正向的态

度。2019年 3月，在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欧期间，意

大利政府作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决定，中

意签署了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

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首个正式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的七国集团（G7）国家②。意大利时任总理孔特

为此专门组建了“中国特别工作组”，并就加强“一

带一路”倡议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对接事项制

定了详细的政策方案，意大利政府还确认作为“主

宾国”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显而易见，作为中国首倡和力推的第一个以发

展为导向的多边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无疑是中国

战略取向和崛起路径的直观映射。由于中国发展是

对大国力量对比和利益分配造成直接影响的主因，

大国群体对中国实力增强的敏感度自然就偏高。虽

然从实力角度讲，大国最适合在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中承担支点角色，可从实际情况看，世界上

的大国仅有俄罗斯实质性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合作

中。而且，基于位次结构和等位竞争因素的预测，

未来其他大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概率也不高，再加

上俄罗斯本身又因“乌克兰危机”陷入地缘政治冲突

之中，这就使得以大国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支

点的愿望变为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中等强国和大国

在总体上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差异，表明中等强国

和中国在等级结构中不是相同的位阶等次，不会自

动导入大国间等位竞争和存量博弈的负面因素，中

国实力增强对中等强国的地位和角色不构成根本性

影响；所以中等强国与中国的摩擦点和竞争性较小，

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引起地缘政治紧张或过度竞

争的几率较低，从而为双方深度合作提供了极大的

承载力和可能性。

其次，中等强国在全球和区域中的角色属性，

与“一带一路”现阶段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功能定位

高度契合。区域经济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之一，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与多边治理机制一样，

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各种区域

合作机制的全面展开和快速推进，为全球贸易投资

和多边交流活动的有序运转起到了积极作用[18]。但

长期以来，由于一个国家往往同时参与多个迥异的

区域合作机制，而国际社会始终也没有一个全球治

理机构能够有效协调各区域机制，众多彼此关联但

互不统属的区域安排和规定，一项项集束式绞在一

起、形成相互嵌套的网络状结构，不同程度地出现

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叠床架屋、重复建设的现象，

以致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被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

区域，实际上就是在跨区域层级上增强了意大利“面

条碗”效应[19]33-35。目前，在全球多边合作进程遇阻

的情况下，许多世界大国都从多边主义的倡导者转

变为区域主义的支持者，区域合作成为各国对外关

系的重点选择之一，以至于世界贸易组织（WTO）

都开始认同区域主义的发展方向[20]。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新一轮的国际合作必须适应区域主义兴起的发

展趋势。

事实上，作为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

区域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目标就是形

成实质性的区域协调路径，就是通过区域合作参与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涵括商品货物、技术服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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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埃尔多安：‘中间走廊’与‘一带一路’协同对接十分重要”，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p/0JDN3VEC.html，2025年 6月

29日。

②　详见“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举行会谈”，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903/23/content_5376308.htm，2019年 3月 23日。



学研究等多项要素和综合门类的广域性地区合作平

台。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尽管带有多边主义、区

域主义和双边主义集合体的特征，但它本身并不属

于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也不是仅限

于双边范畴的合作关系，而是一种有别于现有区域

经济一体化模式，融合嵌套式区域间主义元素的新

型国际区域合作机制[21]。区域间主义是两个以上地

区出于经济利益或政治安全目的进行交流与互动，

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为平台，将区域和全球

联通为一体的理论和实践行动[22]。因此，作为一种

践行区域间主义理论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一带一

路”能够减少政策壁垒限制和降低行政成本，避免

以地理范围分割的地区性经济一体化排斥域外行为

体参与的弊端，可以促进区域内各种资源、要素通

过自由的市场交易实现最优组合与最佳配置，反映

共建国家对大市场效应和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的理性

追求，从而极大地强化区域间和机制内各国合作潜

能的充分激发和有效释放。由前文可知，中等强国

由于没有大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实力和地位，但又希

望超越区域相对狭隘的空间和视野的限制，以便发

挥与其能力相称的作用。区域间互动模式不仅符合

中等强国寻求多边合作以增强实力的愿望，还能给

它们在全球中等强国与区域大国角色之间搭建转换

的桥梁，促进既有区域资源和区域间合作要素联通、

流动方面提供可用的载体，而这也与“一带一路”

现阶段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目标和性质高度契合。

 三、以中等强国为支点共建“一带一路”
的路径和策略

概况来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等强

国之间合作仍然面临如下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中等强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目前，

中国外交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实践层面，对中

等强国这样一类国家群体的重视相对偏弱。尽管中

等强国没有大国超群出众的综合实力，但中等强国

对我国外交资源投入的需求也不用太多。相比国外

特别是西方学界，国内关于中等强国研究起步较晚、

关注不高、基础薄弱，长期处于相对落后和一味批

判的追赶状态。其次，对中等强国的战略定位不清。

按照中国外交当前“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

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四点布局，缺少对

中等强国这类特殊群体的整体统筹和全面考量。以

周边外交为例，韩国、澳大利亚、印尼都是中国周

边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关键国家，将这几个中等强

国与周边普通中小国家放在同一个战略框架下来布

局，削弱和忽视了上述中等强国所具有独特的的战

略价值，使他们本应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发挥的作用

贬值、缩水，不利于中国外交有梯次性、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作，一定程度上造成外交资源的损耗和浪

费。再则，对中等强国的合作机制设计不够。目前，

以我国为主的合作机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和功能性

的，如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澜湄”合作等。

这些合作机制由于本身的角色和作用问题，一定程

度上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而中国与中等强

国建立以议题性事务为导向的合作机制，不仅能够

有效规避地缘政治色彩，还能够顾及地区性和功能

性问题。最后，对中等强国的合作潜力挖掘不深。

相对而言，中等强国总体对华友好程度较高，几乎

所有的中等强国都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甚至

绝大多数中等强国还都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因此，如何将中等强国潜能特质糅合融入进中国全

球治理和“一带一路”合作的战略布局之中，实现两

者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已成为摆在中国外交面

前急需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和紧要事项 [23]。针对上

述问题，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第一，从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两个方面强化对

中等强国的针对性、储备性和前瞻性研究。基于当

今时代国际行为体的类型及其互动形式分类，中等

强国既不属于国别、区域研究范畴，也不算是功能、

议题研究内容，而是两种研究的界域和内涵概念既

交织融通、又迥异不同的全新类型化研究。目前，

我国学界对中等强国初步形成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

相结合、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融合的局

面，能够就涉及中等强国外交方面的重点国家和有

关区域，提供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和解

决方案，并日益显露优秀人才辈出、优秀成果涌现

的趋势，在特定局域内围绕中等强国这一重大议题

开展的学术研究也渐成热潮。但同时，还存在相应

理论支撑不足、实践经验缺乏，对中等强国行为的

规律性理解不深、探索不够、分析不透，不能及时

密切地跟踪国外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前沿和动态，

相比国外研究机构缺少独立从事中等强国研究的专

业人才支撑体系，尚未形成专业知识和人才储备方

面的特色强项等问题。因此，未来要在发挥我国既

有国际问题研究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系统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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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借鉴和利用国外关于中等强国研究的合理成

分和有益做法，推动我国学界在中等强国理论研究

领域的沉淀、深耕、积蓄，采取内部培养和外部延

揽两方面相结合的选人用人措施，着力培养一批具

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的应用型人才，建立起理论

功底扎实、业务水平过硬、学术涵养深厚的专项研

究人才体系和人才高地，从而补强和找齐我国在中

等强国研究方面的短板、弱项，为我国发展营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学术支持和理论支撑。

第二，从费效比的角度考虑，以中等强国为运

筹主要大国的着力点和支撑点，能够减轻因大国对

“一带一路”疑虑带来的地缘政治竞争压力。中等强

国具备一定的积极有为理念和主动进取精神，热衷

于规避安全风险、喜欢追求实效利益，能够为国际

社会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在诸多

议题上是重要的涉事人和攸关方，在大国博弈互动

中能够充当“减压阀”和“缓冲器”的角色。基于此，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时可以借力中等强国来运

筹大国关系，有助于合作各方跳出大国博弈的政治

逻辑和运作规律。例如，欧盟是具有全球战略影响

的区域性组织，从一个组织实体的角度看蕴含着超

级大国的色彩。同时，欧盟中的法国、德国两个成

员国又是世界性大国。随着中国在多个主要领域均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二号强国，意味着中国实力

地位已经达到介于“超−强”之间。也就是说，中国

同时与作为实体的欧盟以及英、法、德这类大国构

成等阶对位关系，中欧之间的互动自然就会带有大

国权力分配和战略博弈等复合多维的属性。而中国

作为大国在本质上与波兰、西班牙、意大利等中等

强国不是对位关系，不会构成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

盾，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发挥这些欧洲中等强

国的支点作用，往往以运用相比协调大国外交更少

的资源就能够获得满意的回报。

比如，波兰是中东欧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

区性大国和最大经济体，是中国−中东欧国家

“17+1合作”的首倡国，也是唯一以创始成员身份

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中东欧国家。

波兰在欧盟中的作用尽管不如德、英、法等欧洲大

国突出，甚至也不比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影响力强大，

但却是中东欧地区的“领头羊”和维谢格拉德集团的

“火车头”。随着这些年欧盟持续进行东向扩张，中

东欧国家在欧盟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抬升，中东欧

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中国同

欧盟的关系。因此，以波兰为运筹欧洲大国的着力

点和支撑点，积极推动波兰“负责任发展战略”和欧

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

有助于把中东欧地区打造成“一带一路”合作融入欧

洲经济圈的重要承接地，有利于降低中欧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成本−收益的费效比。又如，西班牙

是欧元区的第四大经济体和欧盟里的第四大强国，

在欧盟对外政策方面发挥着制衡德、法以欧洲为中

心和英、意以美国为方向的两方势力的作用。鉴于

此，在运筹欧盟和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互动的同

时，充分发掘和借助波兰、西班牙等中等强国的独

特作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中欧对位性、结构

性竞争造成的战略压力，有益于中欧合作优化资源

配置和精简成本控制。

 四、总结

根据“一带一路”的功能定位、目标导向可知，

区域路径是“一带一路”的阶段性目标，全球路径才

是“一带一路”的终极性目标。也就是，“一带一路”

发展过程会遵循从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到覆盖全球的

多边合作机制的模式，通过将不同区域的资源要素

进行整合，以便建立更具开放性、包容性的区域和

全球多边合作平台，而这其实也同中国先由区域大

国起步再向全球大国迈进的崛起路径相吻合。然而，

随着参与共建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一带一路”也

隐含和显现效能下降、过于分散的问题，已经不再

适宜运用全面铺展推开的合作方式。因此，为了实

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需要个别国家发

挥战略支点的独特作用，进而达到提升“一带一路”

建设精准度和绩效比的效果。综合权衡，中等强国

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规避地缘竞争、大国博弈因素的

制约和束缚，较之中小国家具有更强的综合承载和

辐射带动能力，推动地区一体化和拓展地区国家同

域外合作的能力出众，不会为迎合大国而放弃区域

集团独立自主的代表身份，这些因素给中国与中等

强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为厚实的梯度纵

深和转圜空间，也决定了中等强国外交对“一带一

路”合作成本收益的产出比值更高效。

当然也需要看到，中等强国在共建“一带一路”

中的角色功能并非只有积极和正面作用，各国会由

于自身情况、国际形势变化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出

现差异性和两面性的特征，正如意大利发生政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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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后，梅洛尼总理对共建“一带一路”就没有前政府

积极。但是，看待中等强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上的

角色作用应该从整体角度考虑，不能因个别国家出

现反复或者动摇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事实上，

中等强国这个群体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意愿上显然

比大国更高，绝大多数普通中小国家即便参与“一带

一路”合作的意愿很高，但是考虑到客观实力和条

件的限制，决定中等强国比普通中小国家更适合发

挥支点作用。因此，以中等强国为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新阶段的支点是科学、合理和稳妥的选择，

既可以促成“一带一路”共建资源的集约和高效应用，

又能够有效解决前期出现的分工内耗、重复建设问

题，达到低成本和高效益的最佳平衡，以此真正实

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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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Power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search on Role Attributes,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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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nhancing cost-benefit effect and increasing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by focusing on the key points and tak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following the coopera-
tion path of one-way drive, two-way interaction and multi-directional linkage, and through the way of “gathering
points to form a line, and bringing along the entire area”. The middle powers do not form a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s a major country, and are generally more active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than the group of large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middle powers are the group with the highest comprehensive strength ranking out-
side of large countries, and play an undeniable guiding and interconnected role at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s.
Especially  in  the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orld  and  regions,  the  distinctive  attributes  of  middle
powers−being more capable than ordinary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and more willing to play a role than
big powers−determine their high compatibility with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as a new
model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bjective will and object-
ive conditions, this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middle powers can play a supporting role in the high-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t also proposes that middle powers should leverage their pivotal role
by strengthening targeted, reserve, and forward-looking research, as well as by strategically managing diplomacy
with major powers.
Key words：Middle Powers；direct competition and misaligned cooperation；geopolitics；pivot；reg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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